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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思索共和自由概念的問題- 

 從 List 與 Valentini 的邏輯地圖談起  

Reconsider the Conceptual Problems of Republican Freedom - 

From the Logical Map of Christian List and Laura Valentini  

 

劉俊麟 長榮大學應用哲學系助理教授 

 

摘     要 

 

近來，學者 Christian List 與 Laura Valentini 試圖發展新的自由概念，而將

自由主義與共和主義兩大傳統下的自由觀分別進行重要批判。兩人的論證策

略是尋找一個既滿足踏實性條件與去道德化條件的自由概念，且認為自由主

義與共和主義兩大傳統都不可信。然而，本文認為，List 與 Valentini 沒有合

理批評以 Pettit 為首的共和自由概念，即沒有看見共和自由概念真正的問題，

這使得兩人的批評會陷入打擊稻草人的謬誤。共和自由概念真正值得被討論

的問題是政治正當性的問題，而非僅有是否有滿足去道德化的條件。本文目

的在於檢視 List 與 Valentini 的論證，並提出為何共和主義的自由概念，其真

正的問題是政治正當性的問題。假若我們正視這個問題，則對於共和主義的

自由理念，以及其與政治制度的關係將可有進一步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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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cently, professors Christian List and Laura Valentini attempt to develop a 

new concept of freedom, criticizing the ones under the liberal and republican 

traditions. Their strategy is to find a concept of freedom satisfying the robust and 

nonmoralized conditions and to argue that the liberal and republican conceptions 

are not plausible. However, my view is that List and Valentini do not reasonably 

criticize the republican conception led by Philip Pettit. In other words, they do not 

see the real problem of republican freedom so that the straw man fallacy would 

arise. The real issue for the republican freedom is the problem of political 

legitimacy, not the nonmoralized one. In this paper, I would like to examine the 

arguments from List and Valentini to explain why the real problem of republican 

freedom is the problem of political legitimacy. I would also explain that if we can 

take the issue seriously, then we know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olitical 

freedom and the institution in a further step.  

 

Keywords: liberalism, republicanism, social freedom, non-domination, political 

legitim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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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  言 

2016 年七月，兩位政治哲學家 Christian List

與 Laura Valentini 共同在《Ethics》期刊上發表關於

自由概念的最新看法[1]。如此自由概念無關乎自由

意志的討論，也無關乎因為自然律的緣故所導致的

行動限制。兩人的焦點在於社會自由究竟應該如何

理解的問題。當代學界對於社會自由的概念討論

中，最有影響力的論述莫過於自由主義與共和主義

之間的爭辯。對於自由主義者而言，在消極意義

上，所謂的自由等同於不被他人意圖干涉。但是，

對於共和主義者而言，自由不應該只是達成不被他

人有意或者無意的干涉而已，真正的自由是不被他

人任意干涉或者不被他人控制的干涉[2]。可以說，

這種自由是具有韌性的（resilient）自由概念[3]。

根據 List 與 Valentini，這兩種陣營的自由概念各擅

勝場。以 Isaiah Berlin 為主導的非干涉自由觀是與

道德無關的（nonmoralized）自由觀，這是優點，

不會有預設特定道德立場因而引起爭議的問題；但

是，缺點是，這類自由觀點，包括後來所謂「純粹

消極自由理論家」如 Hillel Steiner、Ian Carter 與

Matthew Kramer 等人的主張卻都陷入不穩健的

（nonrobust）結果[4]。所謂的「不穩健」，姑且先

以較為日常的觀點著眼，是指個人看似沒有被他人

干涉，但這不表示個人的心理即認為這樣的自由是

自己想要的，或者這樣是「自由」。例如，不知讀

者有無類似的經驗觀察，街頭上的流浪漢或者無家

者（the homeless）看似遊手好閒、自由自在，但是

殊不知無家者在社會上是被歧視的很嚴重、被剝削

的也很徹底，甚至被壓迫驅趕。我們怎麼能說他們

的基本自由有受到保障，因為沒人干涉他們即說他

們的行動是自由。在無家者的眼中與心中，自己被

邊緣化，或許有時候自己覺得很快樂，但這種快樂

並不踏實。 

有鑑於此，以 Philip Pettit 為首的共和自由主義

者（republican liberals）[5]開始啟動另一種必須兼

顧穩健性的觀點以證成「非宰制的自由觀」

（freedom as non-domination）[6]。雖然共和自由主

義者需要顧及穩健性要件，但也應該不能偏廢消極

自由主義者所重視的去道德化要件。既要保證自由

實現，也不能不管這樣的自由是否眾人皆可適用。

傳統共和主義者傾向採取特定道德論述的方式證

成自由，除非個人有滿足某種道德內涵，個人或者

團體自由始得完全。然而，現代共和主義者卻不這

麼看共和自由，自由必須去道德化，因為自由的實

現必須在制度架構內始得真正周全，否則不僅無法

適用更多不同背景人士，同時也會影響自由本身的

穩定性，個人或者團體所持有的自由無法踏實。 

List 與 Valentini 認為，即使共和主義者重視穩

健條件，這並不表示我們因此就能接受共和主義。

因為以 Pettit 為主要論證模式的去道德化要件仍然

不會成功，這使得人們需要另一種既不會產生相對

化的道德問題又可以確保自身權益的自由立場。

「自由即獨立」（freedom as independence）即是兩

位學者認定可以滿足上述兩點的替代方案[7]。然

而，我認為，List 與 Valentini 對於共和自由概念的

去道德化分析不會成功，以致於如果我們需要認真

檢視共和自由的概念必須另闢途徑。以下本文將先

針對List與Valentini所強調的踏實性與去道德化的

條件去直接檢視非干涉的自由觀與非宰制的自由

觀，之後試圖提出共和自由概念的真正問題為何。 

根據 List 與 Valentini，影響行動者（可能是個

人或者是二人以上的團體）行動是否為自由的關鍵

條件有二，一是道德化的問題（the moralization 

question），另一是穩健性的問題（the robustness 

question）。兩種問題分別改寫如下[8]： 

 

（一） 道德化問題：道德上可允許的限制，如非

任意性或者正當的限制是否可視為對自由

的限制（freedom restricting）。 

（二） 穩健性問題：是否自由必須要求在實際世

界中免受限制之外，還需要在充分或者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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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假想的可能世界中免受限制。 

 

List 與 Valentini 認為，這兩個問題的重要性應

該很明顯[9]。第一個道德化問題會影響到是否正當

的囚禁、正當的規約、設計良善的交通法規可被視

為對自由的限制或者危害，即便這些規則不是刻意

針對特定個人或者團體所施加的規定，即不是任意

地在使用這些規則的情況下。第二個踏實性問題會

影響到是否僅有干涉的權力會導致不自由，也就是

說這樣的干涉權力在從來不會被行使的情形下，我

們是否仍可說有些人或者所有人的自由當下就已

經被剝奪。例如，一位從未行使干涉權力的奴隸主

是否仍然應該被視為侵害奴隸自由的人。在概述

List 與 Valentini 兩位學者的自由分析策略之後，我

們先針對踏實性問題進行討論，之後檢視道德化問

題，最後批評 List 與 Valentini 對於共和自由概念的

分析不甚公允，並提出修正之道。 

 

二、穩健性問題 

（一）可能性（possibility）VS.或然性（Probability） 

對於自由主義者而言，超出實際世界去談在可

能世界上行動所受到的限制同樣可能令人覺得奇

怪。當我們談個人的自由行動時，難道不正是在談

個人在實際世界中所遭遇的情況？特別是共和主

義者認為因為權力的緣故，所以特別用可能世界的

概念分析為何奴隸主可以不用採取干涉行動，而能

達致控制奴隸之實。例如，奴隸本人可能相當討

喜、懂得脫離主人的干涉、運氣真的很好、剛好碰

到主人心胸寬大等等情況。然而，這一切可能性同

樣落於實際世界才會發生，最後產生「快樂奴隸」

的現象。整體而言，快樂奴隸不是不被干涉，而是

實際上會被干涉的機率（probability）相當低。如

果奴隸被干涉的機率等於零，這無異表示奴隸不僅

不會被干涉，同時從權力關係的角度看，奴隸不再

是奴隸，而是成為自由人[10]。不過，這種利用｢

機率說｣去判定主奴之間的權力關係並無法讓共和

主義者接受，因為過於天真。如果干涉機率不確定

是零，這不必然表示主奴關係會因此消失，有可能

奴隸相當聰明讓主人根本沒有機會干涉他，也有可

能主人非常善良不會干涉他。更何況，是否主人永

遠 都 不 會 干 涉 他 是 一 個 經 驗 偶 然 的 能 力

（contingently able）問題，要讓干涉機率為零的可

能情況必然「確定」干涉為零需要更妥當的論述，

共和主義者即採用另一種｢可能說｣來說明為何沒

有被干涉的奴隸仍然是不自由的。 

所謂「可能說」是指個人或者團體的自由不能

僅看在實際世界中，這樣的自由「是否有」受到危

害，也要看其他可能情況或者可能世界中，個人自

由「是否會」受到侵犯[11]。之所以強調「有」意

指一種一翻兩瞪眼的實際狀態，個人或者團體在現

實世界中有無被他人干涉。不管用何種方式，只要

個人或者團體「沒有」被他人有意干擾，則自由即

可成立。但如此自由概念不甚可靠且不穩定[12]。

如果「自由」勢必包括穩定性條件，則僅由有無實

際可能干涉個人或者團體仍然不充分。以主奴關係

為例，如果要取消這種關係，則我們必須保證不只

個人或者團體沒有可能受到干涉，還需要包括個人

或者團體確定不會受到他人干涉。後者意指他人在

各種可能情況下確實已經沒有能力或者權力干涉

自己，當然在實際世界中，個人自然也不可能受到

干涉。 

另一方面，共和主義者認為，個人沒有受到干

涉不僅無法充分證成社會自由，事實上，有時個人

確實受干涉也不表示失去自由。這表示個人的自由

即使受到干涉也不會消失或者減少，反而會增加。

換言之，干涉甚至並非危害個人自由的必要條件。

例如，主張非干涉自由觀的自由主義者常恐懼的法

律的干涉，因為這會直接危害個人自由。但洛克卻

認為，「…法律的目的不是要廢除或者限縮，而是

要保存與擴大自由」[13]。如果確保自由是個人或

者團體的重要目標，共和主義者認為法律或者國家

的干涉正是應該擔負起確保個人與社會的自由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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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遭受他人隨意干涉。由此看來，「非干涉」不僅

無法充分讓人獲得自由，且「干涉」不必然使人會

失去自由，例如，正當的囚禁與交通法律規則並不

會讓人失去自由。我們反而可以藉此獲得最為穩健

的自由。 

這種看似全面挑戰非干涉自由的必要與充分

條件並沒有完全說服 List 與 Valentini。他們認為，

囚犯怎麼會認為自己是自由的？只因為符合法律

程序，我們就可說囚犯是自由的？但是，這種推論

已經預設法律與自由的相容之處。List 與 Valentini

認為，囚犯被限縮自由行動已經是事實，如何可能

宣稱他們是自由的？我們應該將囚犯的自由被限

制視為一回事，而是否可以證成導致他被關的限制

是另一回事。這樣的做法比較符合日常直覺，而且

也確實有做到任何對個人有所限制之處都需要進

一步給予證成[14]。Pettit 的論證策略是將干涉區分

為任意與非任意的干涉，如果囚犯的審判程序是合

法或者經過某種民主程序，則對囚犯的干涉是非任

意的。 

不過，List 與 Valentini 卻認為所謂的非任意判

準其實預設特定的道德觀點，這對於自由概念的分

析會有阻礙。在共和主義的自由觀中，法律與自由

彼此之間是相容的，任何的法律干涉都不會違反個

人的社會自由。我們最多只能說法律的干涉確實會

讓個人感覺不方便。現在，List 與 Valentini 直覺上

還是認為法律的干涉若沒有違反個人自由，這必然

表示如此干涉有預設一些道德考慮，否則囚犯的自

由行動明明受到限制，如何準確說明法律在其身上

的規範與其個人自由沒有相違背。 

事實上，共和主義者如 Quentin Skinner 對於

List 與 Valentini 的挑戰可以有所回應。根據

Skinner，囚犯受到法律限制個人行動自由，確實有

剝奪一些身為一個正常公民所有的權益，但是，另

一方面，囚犯的自由人地位或者其公民身份仍然繼

續存在，囚犯個人不會因為在監牢的緣故而被拋棄

所有權利，如最基本憲法所保障的人權等等[15 ]。 

  由此看來，本文認為，List 與 Valentini 所提

出的問題有預設某種自由主義者慣用邏輯思維，即

為何法律可以限制個人自由的證成問題（why-law 

justifications），直接挑戰法律與自由的相容關係。

相對而言，對於傳統共和主義而言，法律與自由的

相容邏輯預設為什麼法律不能保護個人自由的證

成問題（why-not-law justifications）[16]。法律本身

不必然等同於個人限制的障礙，而是提供一個有力

保障人民生活的管道或者工具。如果上述有其道

理，List 與 Valentini 的預設立場自然會將共和主義

者所主張的法律與自由關係命題視為某種道德觀

點，這點不僅對新共和主義者 Pettit 不公平（因為

Pettit 反對道德化的共和理論），且可能誤導讀者兩

位學者的預設是大家都應該會同意的。 

稍後我們將在道德化的問題上繼續討論。以下

我們繼續看另外兩種消極自由主義者針對在善心

主人不太可能對奴隸行使干涉所作的詮釋，並予以

回應。 

（二）特定自由（Specific Freedoms）VS.整體自

由（Overall Freedom） 

自由主義者第二個如何解釋沒有被干涉的奴

隸，他的自由程度可從「整體自由」（ overall 

freedom）來判定。根據 List 與 Valentini，奴隸之所

以是不自由的，不僅僅是因為他無法自由地去做

X，更精確的說法是，他無法自由地去做【X 與無

法平息主人的反對】[17]。也許有時候，奴隸與非

奴隸都可以自由地做 X，但繼續仔細分析，我們會

發現非奴隸可以自由去做 X 是指可以去做【X 而且

無須去平息主人的反對】，而奴隸可以自由去做 X

是指可以去做【X 而且需要去平息主人的反對】。

這整體自由結構明顯看出為何奴隸之所以比非奴

隸更不自由[18]。List 與 Valentini 認為這種分析策

略是將行動者的個體明顯的自由行動（ specific 

freedom）轉移到整體自由。而且，這種轉移是從

概念層次到經驗層次的改變。我們無須再繼續環繞

概念上奴隸是如何地不自由，只要我們在經驗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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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檢視究竟哪些具體阻礙會影響個人自由即可

[19]。 

但是，這樣利用細分自由特定選項，在經驗上

組合並判定個人自由的做法可以成功嗎？並不

會。如果用組合個人整體自由的做法會遇到至少兩

個問題，一是既然主張消極自由主義者是想專注於

經驗上的分析，但這就必須充分說明如何在偶然的

經驗世界中，奴隸「確定」在何時擁有自由行動的

選項，否則我們無法將奴隸的自由行動視為真正的

自由行動。二是有些主人心胸寬大到根本不用奴隸

去給他們平息反對意見，甚至有可能主人還很鼓勵

與加油奴隸，希望他們可以自由發揮。如此，在進

行經驗分析時，我們就無法區別無須平息反對意見

的非奴隸與無須平息反對意見的奴隸。在邏輯上，

這會造成矛盾;在經驗上，這會造成混淆[20]。 

（三）法定與事實自由（De Jure and De Facto 

Freedom） 

第三種說明心胸寬大的主奴關係是指即使我

們認為奴隸是「自由的」，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自由

行動，但是，我們仍然可以說奴隸的法律地位或者

處境是無法被證成的。奴隸的狀態不是自由項有無

被剝奪，因為他或者她仍然不受限地在行動，限制

他或者她的是有問題的「所有權」（ownership）關

係，即法律限制奴隸可以做什麼，不可以做什麼

[21]。因此，我們要反對的不是奴隸是否有自由行

動，而是質疑奴隸的法律地位。這種論述是將法律

地位與自由概念截然劃分，我們只要針對前者檢視

奴隸為何在法律位階上無法與主人平起平坐，而不

是要探討奴隸是否自由，因為事實上，有不少奴隸

是很自由地在過生活。 

然而，List 與 Valentini 質疑為何法律的限制不

能被視為對奴隸個人自由的限制？如果真要拆開

來看，即將法律的限制與自由的限制分開看，則法

律對奴隸的限制如何歸類？是一種身分上權益喪

失嗎？但這種權益喪失又意味著什麼？某種意義

上，這難道不是個人的自由選擇機會大為減少了

嗎？對於很多人而言，若是基於簡約原則

（considerations of parsimony），將法律限制視為對

自由的限制反而比較好。而且，兩位學者認為，利

用自由觀念說明法律限制奴隸的做法也頗自然，因

為我們可說奴隸身陷「法定」（de jure）上的不自由。

法定上的重重限制即是對自由限制。有鑑於此，List

與 Valentini 認為，我們應該將上述不自由的情境視

為「社會不自由」（social unfreedom）[22]。所謂「社

會的不自由」是對照個人實際上可以自由行動的情

況，從社會的觀點看，奴隸的個人行動也許自由，

但是這個社會認為這是因為奴隸獲得主人或者法

律的同意才有可能。如果沒有社會支持，奴隸的個

人行動自由將不可能。 

因此，如何解釋在善心主人不干涉奴隸的情況

下，我們還能質疑奴隸的自由，兩位學者認為「社

會不自由」是較佳的集體性詮釋。社會可能透過法

律手段限制奴隸的自由。根據法律，奴隸沒有任何

公民權。即使主人可以給予奴隸很多自由行動的空

間，但是這是因為在主人的同意下讓奴隸享有實際

高度的自由度。社會也允許主人任意調控奴隸的

「處境」。主人在社會上隨時有可能這個奴隸施加

限制條件，儘管在心理上，心胸寬大的主人可能真

的不會這麼做。 

 

三、道德化問題 

List 與 Valentini 認為，自由概念的探討除了要

承認自由本身要滿足穩健性條件外，另一個亟需注

意的是自由概念去道德化的問題。自由概念該不該

去道德化？不同哲學家有不同看法。即使自由有滿

足穩健性條件，但若是站在某種特定道德價值去辯

護自由，直接的問題會是，如何說服其它與你不一

樣道德主張的現代人呢？根據 List 與 Valentini，共

和主義的自由概念確實有滿足穩健性的條件，但

是，在去道德化的概念部分卻沒有通過，這使得我

們有必要另提更為妥當的自由概念。以下我先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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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位學者批評 Pettit 的重點，再導入其所提出的「自

由即獨立」，最後予以檢視。 

首先，List 與 Valentini 認為，不少學者已經針

對共和自由所強調的非任意干涉產生質疑，認為對

於個人自由而言，以干涉概念區別任意與非任意干

涉已經預設某種道德立場[23]，現代共和主義本質

上與傳統共和主義追求個人避免受到他人奴役的

道德目標實無二致，但是，Pettit 卻不這麼認為，

他仍然堅持主張自己的自由概念是非道德性的。

Pettit 說， 

 

不像｢正當的｣，｢非任意的｣不是一個評價性語詞，

而是以是否干涉本身事實上有無受制於適當的節

制。所謂干涉是非任意的是指，在被節制的情況

下，其（干涉）[24]會被迫追求被干涉者已宣稱或

者即將宣稱的利益，而這是不管是否那些利益是基

於某種獨立道德判準而為真的或者實際的或者有

效的。因此實質上不能說我所偏好的共和自由理論

是道德化的。 

 

根據 List 與 Valentini，Pettit 的論證策略認為

一項非任意干涉之所以是非道德的，因為這樣的干

涉原本是被干涉者所授權的結果，所以儘管被干涉

者的選項有消失，但這並不意指他的自由因此受到

限制。然而，為何被干涉者的選項消失，我們仍然

不能說他的自由受到限制了呢？我們可以再舉

Pettit 另一個重要的生活化例子[25]。丈夫因為知道

自己會酗酒，因此請求他的妻子把酒櫃鎖起來。丈

夫知道自己可能反悔，所以囑咐妻子仍然必須拒絕

他的請求。妻子也照辦了，剝奪了丈夫想打開酒櫃

且能喝酒的選項。Pettit 問我們，丈夫有屈從於妻

子的意志嗎？妻子有強加她的意志在丈夫身上，使

得丈夫也可合理地產生憤怒嗎？Pettit 認為當然沒

有[26]。主要因為妻子的舉動完全歸因於丈夫的願

望與想法，或者如 List 與 Valentini 的詮釋，有符合

丈夫可宣稱的利益[27]，丈夫當然不會也沒有理由

生氣。丈夫仍然有其控制權 

然而，Pettit 的丈夫與妻子之間承諾的例子並

無法簡單適用於任何干涉與被干涉的關係情境。在

國家與人民的政治關係上，我們有時很難認定國家

對我們的干涉是基於我們所宣稱的利益，或者是按

照我們的願望與集體意志所進行的干涉。例如，在

集體生活中的各項法律，特別是在民主生活中的法

律，幾乎很少法律是基於我們所有每個人或者真的

是整體意志同意的情況下所通過的，更不用說有不

少法律即使通過之後引起很大的爭議。對於共和主

義者而言，多數決常常是宰制公民的手段，因此反

多數決是共和憲政體制的要素[28]。法律的正當性

不在於多數決，而是法律本身是否有經過程序讓人

民審議，以平等保障所有人的權益。人民集體影響

與控制法律是 Pettit 所期盼的，而且 Pettit 也認為如

此集體性的人民影響與控制是法律正當性的來

源，儘管這種正當性的詮釋是非道德化的。而且，

在正當化的過程中，個別法律幾乎都是多數決所決

定，這表示國家必須有制衡機制以防止多數決宰制

的問題，例如，民主環境應該基於公共利益去選擇

適當的候選人舉與持續抗議不公不義的事件[29]。 

然而，Pettit 所強調的人民可以控制國家或者

法律這件事情有其不確定性，不僅因為人民是否真

的可以清楚辨識公共利益以控制國家之外，利益團

體的角力也是令人擔心的，如何克服利益團體的影

響應該不是只靠高喊公共利益的口號即可解決。儘

管 Pettit 想利用公共資源支持公共媒體，希望透過

公共媒體的公信力與聲望抵抗私人遊說團體的強

烈影響[30]，但是，當政府與公共媒體的關係過於

密切，又人民相信政府可以克服宰制的情況下，這

可能導致人民會過度盲目依賴公共媒體，而忘記自

己身為閱聽人該有的批判性思考。 

即使 Pettit 認為，比起總統制，內閣民主制度

較不會受到遊說團體過分影響，因為若要影響，則

「整個政黨或者幾個有權勢的政黨都必須買通；他

們不能集中…對某個人或者某些重要人物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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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但是，當代私人遊說團體的影響力可能超出

Pettit 的想像，有些遊說團體甚至可以達到跨國性

的影響，如幫助台灣遊說的「波多馬克國際」公關

公司等[32]。假設未來英美兩國有利益上的關聯，

難保英國的內閣制不會受到如美國強大遊說團體

的影響。更何況，英國工黨也深受工會影響很深

[33]。 

另一方面，丈夫與妻子之間的默契與國家與人

民之間的關聯有根本性質上的不同。夫妻之間通常

歸屬於私領域，國家與人民之間則屬於公領域。若

我們將私領域的情境類比至公領域，則這很可能只

是將私有領域的私益轉嫁到公共利益的範疇上，而

後者才是共和主義者所念茲在茲達成的目標，而非

前者。如果 Pettit 想證成非任意的干涉確實存在，

而且也不會限制個人自由，則不應該利用私人關係

的例子，而是應該直接以實際政治傳統的例子來說

服我們基於共同利益，人們確實希望國家協助達成

什麼目標，而法律的干涉也保證可以達成這樣的目

標。但是，這麼一來，Pettit 會面對兩個難堪的情

況，一個是 List 與 Valentini 欲論證的非宰制自由或

者非任意的干涉最後只能採取道德化的策略面對

社會自由的議題，另一個是 Pettit 只能不斷地在公

共利益、國家與人民、法律、政治關係、集體意志、

民主制度、國家行動者等非私有領域的概念打轉，

形成某種抽象的空洞循環，最後也不得不將非任意

干涉本身視為「被給定」或者「既定」的國家行動。

之所以是國家行動，這是因為共和主義者期待國家

介入社會生活，避免宰制，且也期待成為非任意的

政治組織。 

也許對於 Pettit 而言，如果他的共和主義理論

是傾向後者，殺傷力不一定很強大，只要這樣的循

環會是良性的即可。不過，若是共和主義最後訴諸

某種道德傾向，則這不僅有害當代共和主義的發

展，而且更容易自打嘴巴，即可能讓自身的理論或

者因此所建構的種種制度反而成為宰制那些與自

己主張不同的社會組織。這當然不會是 Pettit 所樂

見的，他勢必要以自然主義或者以事實為基礎去建

立非宰制的政治制度。儘管如此，List 與 Valentini

認為 Pettit 的企圖仍舊是失敗的。以下可歸納出幾

項重點[34]： 

 

（一） 如果非任意干涉的行動是依賴於被干涉者

可宣稱的利益，則如何說明一個即使經過

符合正義審判的罪犯，他是不太可能會說

自己被關在牢裡是符合自己可宣稱的利

益，如何能說這個罪犯沒有失去自由？ 

（二） 如果非任意的限制是以追求被干涉者所宣

稱的自身利益為準，則從目前共和主義的

陣營中，他們主要根據民主機制作為實現

非宰制自由的方法，並且決定公民可宣稱

的利益是利用民主決議程序作為工具。但

是，如此利用民主程序的手段並無法徹底

實現所有人的非宰制的自由。理由是，民

主決定無法完全追求每個人的利益，僅能

在不同個人之間衡量利益，最後國家以壓

迫性力量執行民主決定的結果勢必是造成

某些個人利益受到損害。人們想透過民主

實現非宰制的自由，則會因為無法追求所

有人的利益，將導致如此理想無法達成。 

（三） 當然，有人可能會說，我們不需要完全實

現非宰制的自由，只要極大化非宰制的自

由即可。但是，這會造成兩個問題：一是

這無異表示共和主義者會承認多數宰制不

可避免會存在。例如，以正常民主程序審

判罪犯有罪，儘管國家不認為它在宰制

他，但罪犯無法宣稱自己的利益卻是事

實。二是在這種以民主程序為重心的政治

體制，雖然透過民主程序似乎可以彰顯共

同利益，但在不在乎內容是否具有壓迫性

或者邪惡自利等情況下，如此共和體制是

否值得追求其實備受爭議。 

（四） 最後，我們會面臨兩個兩難抉擇：在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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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那種具有道德價值，以純粹根據民主

機制彰顯公共利益的非宰制自由國家的過

程中，勢必會出現無法追求某些人可宣稱

利益的情況，如經正當程序審判的罪犯或

者被正當課稅的無政府主義者，前者可基

於某種道德價值的非宰制的自由詮釋，但

會導致有些人實際不自由的情況無法被描

述。後者則強調是否有追求個人可宣稱利

益為標準，非道德的非宰制自由觀會導致

非宰制的自由只能以極大化的方式呈現，

而無法成為完整的社會理念。 

（五） 很顯然地，Pettit 是屬於（四）後者以非道

德化的型式論證非宰制的自由，儘管他認

為自身所主張的非宰制自由觀可視為最高

政治理念。但是，即使 Pettit 主張去道德化

的非宰制自由，採取是否有宣稱個人利益

的角度看待干涉是否有任意性，但是這樣

的看法仍然不足以證成現代共和主義可以

利用非道德化的方式清楚說明個人自由是

否有受到危害。 

（六） 誠如上述，一個經過正當程序的囚犯可以

宣稱說自己被關不符合自己利益，因此可

說這個囚犯是不自由的。在極大化非宰制

自由的過程中，這些人是被宰制的，不自

由的。在另一方面，即使有些人認為在治

療中心等機關被限制是個人可接受或同意

的，知道自己的自由選項會被減少，但由

於被減少選項是自己本人同意，也就是個

人有授權給第三者來限制我的行動，這與

個人所宣稱的利益可以一致，因此我們不

能說這個人不自由。然而，這樣的看法並

不可信。因為以丈夫授權妻子讓自己免於

受到酒櫃的誘惑，願意讓妻子拒絕自己想

拿酒的選項，如此對丈夫的限制在邏輯上

是可能的限制行動，且在道德上可被允

許，但是這並不能抹滅丈夫的自由行動實

際上受到限制的事實，所以，Pettit 是錯將

對自由限制的證成行動誤認為沒有對自由

產生限制的行動。丈夫是授權給妻子限制

自己的選項，證成自身的自由受到限制，

但是，這與實際上自己的自由行動受到限

制是兩碼事。 

（七） 綜合上述，儘管 Pettit 宣稱自己的共和版本

是非道德概念，但是，無論從必然會犧牲

某些人可宣稱的利益，使得非宰制的自由

無法成為完整或者最高的社會理念之外，

或者因為他錯誤地將證成個人自由的限制

與沒有對個人自由產生限制視為同一，這

使得最後不管 Pettit 的任意性或者非任意

性觀念是流於道德化或者非道德化都無法

說服人接受現代共和主義。 

 

以上是List與Valentini認為共和主義即便有通

過穩健性的條件，但是卻通不過去道德化的條件，

因為共和主義的政治道德理論內部有矛盾之處，這

使得我們應該放棄以 Pettit 為首的共和主義，而朝

向兩位學者所辯護的自由即獨立的概念。雖然我認

為List與Valentini兩位學者的自由即獨立有其原創

性，如直接主張自由即是確定不被限制（robust 

absence of constraints）[35]，可以更好說明沒有被

干涉的奴隸問題、經正當程序審判的罪犯與被課稅

的無政府主義者實際自由被限制的問題，但是，我

認為，List 與 Valentini 仍然沒有徹底駁倒 Pettit 以

去道德化的方式論證共和主義。主要理由在於，兩

位學者沒有將「追求可宣稱的利益」嚴肅以對，以

致於忽略個人利益與團體利益的追求有所不同。換

言之，List 與 Valentini 是純粹站｢個人主義｣的姿態

在看事情，這使得凡是傷害到個人利益者，若要給

予證成這樣的傷害，則必然流於某種集體道德訴

求，但至少以 Pettit 的角度來看，這並不盡然。Pettit

仍然有理由回應List與Valentini這種去道德化的政

治哲學會是如何。以下我先說明 Pettit 的可能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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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之後再繼續自己的批評，即若真要批評 Pettit

的自由概念，除了可釜底抽薪批評他的自然主義或

者科學主義哲學之外，他的國家或者共和正當性概

念才是駁倒現代共和主義的關鍵。 

另一方面，我認為，List 與 Valentini 執意將自

由概念與制度組成截然劃分，因為討論自由制度之

前必須先清楚自由概念為何[36]。這樣的觀念起初

看起來很可信，但是，為何討論自由時只能如此？

在討論自由概念時為何不能有制度或者資源環境

因素介入其中[37]？我們可以理解 List 與 Valentini

如此堅持的理由在於想簡化自由概念，特別想讓企

圖衡量不同政治價值於共和自由概念下的做法進

行「瘦身」，如此我們可以更直接直覺地理解自由

為何，例如，經正當程序被關的囚犯仍然可以說自

己的自由確實受到限制，而非說自己的自由沒有受

到限制[38]。然而，這種觀點難道不會犯打擊稻草

人的謬誤嗎？因為原本就無法不涉及資源環境或

者制度因素的共和自由概念，現在卻似乎被強迫簡

化成是否個人可宣稱的利益受到保證的問題而

已。我同意 Pettit 將自由概念內含負載過多其他重

要的政治價值，如平等、集體性、共同利益等等，

但是，真正的做法不是直接簡化內涵，而是將成就

共和自由其中最重要的要素，如涉及國家宰制的正

當性問題應挑出來進行批判與討論[39]。 

 

四、可宣稱的利益：團體利益優先於 

個人利益 

根據 Pettit，非任意的干涉不只無關道德而已，

而且還涉及被干涉者的利益是否有滿足個人之

外，也還會考慮非個人、社會或者國家的利益。Pettit

說， 

 

干涉的行動將會是非任意的是指它（干涉的行

動）會被迫追求受到干涉的個人的利益與意見。或

者，如果不是被迫追求個人所有的利益與意見－這

些（利益與意見）也許會有不一致的要求－至少也

要被迫追求相干的利益與意見。例如，我也許可以

因為國家課稅而獲得某種利益，或者因為國家有懲

罰冒犯者而獲得某種利益…但是，我也許不想要國

家向我課稅，或者不想要以適當的方式受到懲處。

在這種情況下，我的相干利益與意見將會是那些與

他人共享的利益與意見[40]，而不是那些會視我為

例外的利益與意見[41]。 

 

經由上述可知，個人利益不是一直都獨佔何謂

追求可宣稱的利益，團體利益或者至少是那些可以

與他人共同分享的利益可是為某種公共利益，而這

樣一種公共利益即是與個人利益相連繫，甚至是相

容的。List 與 Valentini 認為，如此號召公共利益的

大旗除非採取某種道德主張，如公平、平等等價

值，否則勢必會有些人會自認沒有共享到相關利

益，而感到自己受到宰制。然而，Pettit 的共同利

益概念卻不是泛道德化的，因為如此共善觀念是奠

基於公眾理由的： 

 

我們可以將政治性的公共利益做如下定義。在

任何社會中，某組實踐與政策具有公共利益，正是

因為它透露出藉由公共可承認的判準，某組特別的

實踐與政策比起其他可行的方案更能回應公共可

承認的考慮；事實上，在審議何者應該執行時，就

集體而言，就是那組實踐與政策最能滿足公共可承

認的理由數量（the fund of reasons）[42]。 

 

當然，List 與 Valentini 可能仍然反駁說，這些

基於公共理由所執行的政策在民主機制中不可避

免會讓某些人陷入被宰制或者不自由的情況，但

是，我們可以用極大化非宰制的自由協助 Pettit 解

套，即根據共同理由或者公共利益作為實踐與政策

執行盡可能讓個人所宣稱的利益得到滿足，而非得

到犧牲。另一方面，List 與 Valentini 認為丈夫即使

根據自己所宣稱的利益授權給妻子減少其選項，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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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成對其自由的限制，這也並不表示這個故事的背

後沒有預設團體利益的成份優先於個人利益的結

果。某種意義上，夫妻關係是一共同體的利益關

係。在這個共同背景之下，丈夫的授權也與他個人

所宣稱的利益，如避免酗酒可以一致，這使得即使

丈夫實際上失去某些自由選項或者行動，但是，在

最大程度上，丈夫也獲得了非宰制的自由，亦即在

共同背景利益之下，丈夫個人在犧牲可接近酒櫃選

項的情況下，也獲得了免於酗酒的自由選項，而且

這與共同背景利亦可產生一致。 

也許有人會說，採取極大化非宰制自由的方式

說明團體利益或者公共利益與個人利益的關係，甚

至從共和傳統的角度看前者應該優先於後者，例

如，Skinner 說的，「只有生活在自由國家自由才有

可能」[43]，這樣的策略儘管可被視為是去道德化

的，但是這種｢極大化｣看似一種話術，意即假定我

們認定的極大化非宰制自由的目標是 100 個，但

是，實際上卻只有 10 個，後者也可說是極大化了

非宰制的自由，公共利益的實現也同時連帶讓個人

可宣稱的利益獲得實現。我認為，眾人的期待與實

際最後產生的自由結果有落差，若眾人也可體諒或

者理解這點，我們也可將此視為極大化的結果。所

謂｢極大化｣非宰制的自由可以因為不同地區、文

化、集體認知、實踐狀況等進行衡量，整體看來，

最後是否真有｢極大化｣則端視在地公民彼此之間

是否可以實際接受而定，而這也直接涉及敏感的政

治正當性問題。我認為，這比起共和自由概念是否

為道德概念更應該是當代共和主義者在論證分析

非宰制自由概念之時真正所需要面對的問題。 

 

五、共和自由概念的真正問題：政治

正當性的問題 

儘管我們可以同情理解 Pettit 極大化非宰制自

由的做法，但是，這並不表示 Pettit 的非宰制的自 

觀因此就沒問題。事實上，新共和主義者最後必須

面臨的問題是，如果我們同意非任意的干涉可以在

最大程度上實現，則非任意干涉本身，如法律是否

確實不會限制個人自由，成為宰制公民的國家工

具？根據 Pettit，政治正當性的問題原本即為自由

的問題，而以羅馬傳統為依歸的共和主義強調個人

自由與壓迫體制的關聯。可以說，壓迫性的國家體

制有無危害個人自由的正當性問題正是共和主義

關切的核心[44]。相對而言，Berlin 所主張的非干

涉自由理念即使沒有國家背景，個人仍然可以享有

非干涉的自由，因為法律終究是一種對個人自由的

枷鎖，法律會危及個人自由甚深[45]。但是，Pettit

所主張的非宰制自由卻不是如此，自由概念本身內

建或者同步形構政治制度[46]。 

至於為何整個包括現代共和主義傳統要將非

宰制的自由概念內建國家或者政治概念，這除了有

歷史偶然的因素之外，在概念上，根據 Pettit，這

個問題可做兩方面回答。一是從個人無力解決的方

面回答。另一是從共享規範無法徹底解決的方面回

答。首先，Pettit 認為，宰制問題交給個人只會產

生類似 Hobbes 所言戰爭狀態的局面，每個人只會

根據自己的想法與利益去爭取自己不被他人宰制

的結果，公共利益非常脆弱不穩定[47]。這使得我

們需要有更強而有力且有成效的方式解決宰制的

問題，不論是私領域的宰制或者公領域的宰制，而

國家在共和傳統歷史中扮演著最重要的角色。其

次，若有人認為單靠個人無法徹底解決宰制，則經

由同樣訴諸集體性的社會共同規範也可以解消宰

制，強制壓迫性的國家組織也可以不用[48]。非宰

制的自由概念也可以不用內建國家的角色。而且，

如此社會共同規範不是先天或者事先就設定好或

者特定的行為道德規則，而是一種在實際的社會互

動規則中所附帶產出的公共規範系統。既然是附帶

產生的規則系統，這表示沒有單一或者獨特的行動

者需要像國家或者法律刻意創造、型塑或者監控這

些行為規則。在這種情況下，各種可能的詐欺、不

真誠、操控、暴力與侵略性等等有害於社群規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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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面形式都可以在社會共同規範的範疇中揭露出

來，我們為何不能說公共規範系統本身足夠在最大

程度上讓宰制消失[49]？ 

Pettit 的回應是，若非宰制的自由概念不預設

國家概念，以上社會共同行為規範仍然無法有落實

成效[50]。以下有三點可資說明： 

 

（一） 自發產生的社會共同規範不太可能有辦法

適當辨識出哪些種類的自由是屬於非宰制

的自由，比方不太可能恰當揀選出那些自

由選項是屬於基本自由（basic liberties）

[51]。 

（二） 自發產生的社會共同規範也不太可能如國 

家可以利用命令給予基本自由完全的資

源，尤其當這些資源還需要進行某種程度

的重新分配。 

（三） 如果自發產生的社會共同規範不太可能辨

識基本自由與抗拒少數人想要集中權力資

源，則純屬社會性的共同規範也不太可能

確實保護所有人。在少數人可以掌控大部

分有限資源的情況下，在沒有強制性的中

央公平規範資源分配的情況下，只能任憑

原本強勢的一方去支配另一方，即使所有

人都不認為自動自發產生的共同規範本身

不會有宰制的問題。 

 

以上 Pettit 的三點說明有說服我們非宰制的自

由必須內建國家概念了嗎？我認為，Pettit 在上述

說明中有丐題的謬誤問題，即他已經將內建國家的

非宰制的自由概念視為衡量標準去判定若沒有國

家，則非宰制的自由無法實現，對於宰制的概念、

範圍與實施狀態有預設立場，這使得我們需要更多

的理由去證成非宰制的自由理念必須預設國家觀

念的想法。基於此，Pettit 又提出三種不可迴避的

事實，希望以此說明國家內建於非宰制的自由有其

必要性。對於 Pettit 而言，國家不是必要之惡，而

是中性呈現三個必然的事實。這三個必然的事實分

別為歷史的必然事實（historical necessities）、政治

的必然事實（political necessities）以及可以平等展

現國家功能的必然事實（functional necessities）

[52]。 

｢歷史的必然事實｣是指我們目前生活在國家

環繞的星球上，基本上已經找不到任何沒有國家影

響的疆界。換言之，這個世界早已完全徹底地被國

家組織所占據。你我都無法在這樣的環境中可以自

由選擇生活在自然狀態或者政治社會的狀態。事實

上，姑且不管國家優劣程度為何，國家是基於客觀

獨立、不涉及意志成分的方式在運作。Pettit 將此

運作方式比喻為物理自然律，國家的運作規則會自

然強制人類實現應有的公共目標與政策。也許有人

會對此感到悲哀，不過 Pettit 卻認為這種間接抗議

對於原本非意圖性的人類歷史發展結果無效。 

另一方面，根據 Pettit，你我不僅無法自由選

擇是否生活在政治社會，你我也無法自由選擇是否

生活在這個國家或者那個國家，這是｢政治必然性

｣。從目前的現行世界秩序看來，每個國家原則上

都會給予其人民移民的權利，並不一定要限制你的

行動。如果有國家這麼做，那麼這個國家有可能宰

制你。但是，即使自己的國家不會限制你的行動，

這不表示其他國家也不會限制。難道國家會宰制我

們是因為其他國家有意無意地設定層層條件，故意

讓我們不去別的地方生活？Pettit 認為不一定。我

們無法要求每個國家都為我們完全的開放進入，因

為這只會造成國家內部功能的失常與崩壞，整個國

家最後如果真的消失，我們想要自由進出的機會也

根本不再可能。所以，國家有必要控制人數，在不

歧視的條件下慎選移民政策，以保持政治系統長遠

穩定。 

第三個必然性是涉及平等意義的｢功能必然性

｣。國家的必然特色除了滿佈整個地球，以及無法

方便行動到每個國家去過生活之外，還有一個必然

特性是指每個人勢必都是生活在壓迫性的國家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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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中，不可能有誰比誰更有特權免於這種壓迫的限

制，因此這種壓迫性的限制是平等地對待每個人，

確實履行了每個人都是平等之身的承諾。同時也可

讓那些原本不想遵守的成員或者想佔別人便宜的

人可以受到約束。如果有人真的可以避開壓迫性的

限制，這個人或者團體違背了國家本來應為的規

範，而必須受到程度不一的懲罰。 

儘管 Pettit 自己也認為這樣的國家圖像是令人

感嘆的，但卻很切實地捕捉到現今國際社會的形

象。更重要的是，我們不能因為對國家有這樣的形

象感到憤怒與悲觀，逕自認為國家必然宰制或者干

涉了我們，以為我們有理由支持無國家主義、解消

國家的疆界以及反對國家的壓迫[53]。殊不知其實

我們所討厭的常常是那些政權，而非國家本身，我

們要政治人物下台，而不是要取消政治人物的頭銜

與形象。因此，即使我們再怎麼厭惡國家，也不必

然應該支持無政府主義、無邊界主義與反壓迫主

義，反而應該從國家系統內抗議不當的公共政策，

同時在平等主義之下願意接受國家系統的規範與

懲罰，極大化實現非宰制的自由。 

本篇論文的主旨在於指出共和自由概念的根

本問題並非穩健性或者道德化的問題，可以說，

Pettit 的自由概念是去道德化與不預設任何其他規

範概念，如有效性或者正當性等概念。然而，本文

也指出 Pettit 的共和自由有實質性的問題，即在落

實自由概念時有必須嚴肅以對的問題。如果沒有妥

善處理，則個人或者團體自由將受到宰制，而最大

的宰制來源即是國家。 

本文認為，Pettit 意圖利用三個所謂的必然性

事實欲說服我們接受國家的存在本身是無法選擇

的事實。我們無法選擇是否繼續留在國家狀態或者

自然狀態，且既然我們無從選擇，我們就不能說國

家的意志是會宰制我們的外來意志。因為只有那些

可讓我們選擇的政治意志，如政體、法律系統等人

為意志才有可能對我們產生宰制。如果我們要討論

人民可以控制的領域範圍或者共和主義的正當性

問題，勢必要排除無法選擇是否要生活在自然或者

政治狀態的限制，也要排除無法確定選擇生活在哪

個國家的限制，同時也要排除無法選擇生活在沒有

任何懲罰機制的政治社會之限制。 

然而，本文不認同 Pettit 將上述三個限制排除

在共和正當性的討論之外。主因在於人們對於何謂

「宰制」的界定眾說紛紜，而且即使我們使用 Pettit

的界定，即主要放置在基本自由的範圍內，我們也

不能斷定上述三個政治限制必然無法通過基本自

由的標準。例如，可能對於台灣不少人而言，台灣

是否為一個國家，台灣是否要與其他國家統一，或

者台灣的懲罰機制是否正當就是一個每個台灣人

有理由關心的基本議題。在國際社會的層次上，英

國脫歐現象某種意義上也是類似的問題。 

Pettit 的思考過於自信地認為在人類歷史上國

家政治實體必定遍地開花，這是政治與歷史的必

然，但殊不知世界上有些文化或者政治實體卻時常

掙扎於自我認同的問題。因此，本文認為，如果

Pettti 可以將三個必然性的政治限制納入共和正當

性的討論，這會讓他所主張的非宰制自由觀更為豐

富與自然。不僅在西方政治歷史上可以做此運用，

非西方政治歷史處境亦可。 

如果這項提議可行，這也會正向影響 Pettit 所

提出的三個公民控制的條件，即每個人更有能力平

等地控制國家發展；人民在行使權利時可更為獨

立；人民在控制這個國家時將更有成效[54]。每個

國家都可以根據自身歷史文化情境脈絡解釋或者

證成自身需求。也許 Pettit 會認為若把三個必然事

實也納入公民控制範圍，則這會導致無政府風險或

者會失去可以保護人民的國家機制，但本文認為，

正如同 John Locke 不擔心人民推翻不義政府，寧願

回到自然狀態一樣[55]，如果宰制是如此嚴重，則

回到過往共和主義者也有主張的非個人化的社會

習慣來控制有何不可，儘管在這個社會組織中無法

像理想上的保護政體可以充分提供基本自由的資

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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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何況，將 Pettit 所排除的三個政治限制納入

共和正當性的討論範圍是一個需要長期證成的過

程，而非直接想納入就納入，Pettit 的主要問題在

直接排除納入這三個政治限制，這容易導致未來的

共和國體制在議題設定或者公共政策的制定顯得

保守。 

由於本文僅想突顯非宰制自由概念的真正問

題，即是否非宰制的自由概念應內置國家觀念，進

一步實質性的檢討工作則留待其他文章發揮。我認

為，三種國家存在的必然背景，即歷史的、政治的

與功能性的背景或許可視為實現非宰制自由的舞

台場景，人們不得不在這樣的舞台上落實公眾與個

人自由理念。這就有點類似我們無法事先預知自己

會生在哪裡一樣。同樣地，我們也無法預知與選擇

自己是否會在無國家環境中生活，這使得我們只能

如羅爾斯所言的，政治哲學其中一個重要工作為調

解性工作，希望藉由顯示社會體制整個歷史性的理

性發展，試著平息我們的挫折感與對社會的憤怒吶

喊[56]。自由與國家的必然連結與兩者可能之間的

衝突與調節其精神應該也是如此。 

 

六、結  論 

本篇論文我從說明List與Valentini兩位學者對

於自由主義與共和主義自由觀的分析開始出發，一

般而言，我也同意兩位學者在穩健性的條件上傾向

同意自由主義無法滿足此條件，而共和主義自由觀

可以，也更進一步證實自由概念的討論確實需要滿

足穩健性的要求。然而，在去道德化的部分，我不

認為 List 與 Valentini 已經很有說服力地駁倒以

Pettit 為首的共和自由概念，因為他們忽略共和主

義傳統最重要的特徵，即團體或者國家利益優先於

個人利益的想法。這當然不是說國家利益沒有任何

規範可言即能無條件地超越個人利益，而是在最大

程度上或者從極大化的角度去檢視是否共同可宣

稱的利益與個人可宣稱的利益可以產生一致性。本

文主張，共和自由概念的真正問題在於如何判定國

家是否必然可視為解決宰制的必要工具，或者哪種

國家體制乃至於何種政權可以根治宰制問題等政

治正當性問題。而 Pettit 對於國家是否為解決宰制

必要的手段採取中性的支持，這使得有識之士只能

不斷地繼續思索個人自由與國家之間的衝突與調

節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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